
■李华 贾方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
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
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创造有利条件。“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是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与时代担当。近年来，运河重镇济宁市积极推进文化“两创”，为

“流动的文化”注入新的力量，实现运河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运河文化旅游的儒学底色

“南控江淮，北接京畿”，京杭大运河济宁段不仅是河运管理的
重要节点，也是儒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5000多年文明史诗，
2500多年儒学思潮，绚烂的文化之花在济宁生根发芽，“孔孟之
乡，运河之都”的美名享誉四方。以儒学为底色，济宁运河文化旅
游持续绽放其蓬勃的生命力。

济宁因商业而兴起，因文化而繁荣。随着元代大运河的贯通，
济宁成为南北商贸往来的水陆要冲，运河畔商铺林立，孕育出别具
一格的运河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浸润，使运河文化拥有更加敦厚
温润的文明内核，从而铸就了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的儒
商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济宁不仅成为经济的重镇，更成为文化
的熔炉，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与运河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
神相互契合。济宁运河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根基，在历史的洪流中
不断吸收、融合多种文化，彰显出独特的包容性与积极开放的创新
精神。进入新时代，济宁文化名片不断被赋予鲜亮的色彩。“儒学
之乡”“运河之都”共同释放文化经济热量，形成一套特色文旅“组
合拳”。

用创新放大文旅资源优势

丰富物产与悠久文化再挖掘，激发独特文旅资源优势。依托
优质的文旅资源，济宁围绕“运河风光”开发多样化旅游路线，涵盖
微山湖、南阳古镇、鱼台惠河湿地、南旺枢纽遗址考古公园等众多
名胜古迹。其中，南阳古镇在大力营建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科普阵
地的同时，围绕利建闸大运河申遗点，修撰记录南阳历史的《南阳
镇志》，2023年被评为全省唯一通过省级终审的中国名镇名村
志。人们来到南阳，可以借助生动翔实的图文和多样的实物史料，
了解数百年前帆棹联动、客商如云的漕运盛景，了解大运河两岸渔
歌互答、凫鸟游弋的和谐生态，从中感受运河文化中人与自然相生
相依的情怀。与此同时，各类古镇、遗址、文化资源的开发也都延

承古运河文化，向新时代款款而来。
先进技术和创新理念相融合，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作

为“外地人来济宁的第一扇门”，“运河记忆”省级示范步行街区结
合青年人的审美喜好，对济宁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例如“李小白IP
形象”的开发，将符合人们想象的“李白”形象运用现代化的方式进
行表达，使其既具备与诗人原型相符合的气质神韵，又增添了可爱
的卡通色彩，此IP下的文创书签等产品获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同
时将济宁李白纪念馆、太白楼等具有济宁特色文化元素与文旅文
创产品有机融合。通过“运河新生”大型融媒体采访等活动，充分
展现济宁运河沿线在遗产点保护修复、港航物流发展、生态文旅等
方面的丰硕成果，让运河文化走入千家万户。除此之外，在济宁运
河沿线资源开发和文旅产业建设中，积极融入绿色生态理念，让运
河文化与时俱进，也使济宁运河更加美丽。

打造具有坚强文化内核的运河文旅产业

进入新时代，打造具有坚强文化内核的运河文旅产业是一个
现实课题。要促进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大力增强文化自信，不断
优化“运河文旅”发展环境。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
运河旅游线作为载体依托，串连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老街巷、古
镇、湿地，以及特色展馆、活动馆，充分展现运河文化魅力。特别是
高标准规划建设南旺枢纽博物馆、建设大运河步道，放大“北方都
江堰——南旺分水遗址”的品牌效应；依托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河道总督署遗址，大力建设济宁河道
总督署遗址公园，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从历史长河中捕捉
吉光片羽，展现运河两岸的文化发展变迁。

优化岸线产业布局。为了维护运河生态“山明水秀”，济宁颁布
实施了大运河岸线保护管理的首部地方性法规，加强对运河生态环
境保护，提升大运河岸线利用水平。重点对区域产业布局进行优
化，大力发展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积极引导岸线利用效率低下的项
目退出港口岸线，给进一步发掘岸线资源、开发水上绿色服务项目、
激发运河景区文旅活力提供充足空间。同时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
制度，依托大运河岸线智慧监管系统，有效强化岸线保护的实时监
测和远程调度，为保护运河水脉、赓续运河文脉提供坚强屏障。

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在全省内率先出台了文物安全管理“八
法”，针对文物安全建设全覆盖式“天网”工程，切实落实重点文物
保护项目和文物安全员设置。还通过新增文博编制、引进高端人
才，组建起高质量的文物研究、保护、开发队伍，让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工作得到有力支持。 （作者单位：济宁市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让“流动的文化”绽放蓬勃生命力
——济宁依托“两创”推进运河文旅兴荣探究

■马凤春① 薛辛伟② 石伟伟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虽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删除“明知”一语，但未改变洗钱罪
的主观要件，亦未降低“他洗钱”之“明知”的认定标准。洗钱
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为掩饰、隐瞒……”这一表述系客观行
为要件而非主观目的要件。洗钱罪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又
侵犯上游犯罪背后所保护的法益。贪污贿赂类“他洗钱”之

“明知”需强调司法工作人员基于“亲历性”办案的综合分析判
断，并注重间接故意的适用认定。洗钱罪共犯的认定应当坚
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并审查共同故意内容与行为分工以区
分对待。

修正后洗钱罪若干问题的理解

一、“明知”的删除并没有改变洗钱罪的主观要件
作为犯罪主观要件的“明知”，仍然需要从《刑法》第14条

第1款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考察，该两
个因素应同时具备。“明知”的删除并未改变洗钱罪的主观要
件，亦未降低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证明标准。

刑法总则关于“明知”的规定具有根本性的指导地位，而
刑法分则关于“明知”的规定则具有提示性作用。考察行为人
犯某罪的主观要件，即使刑法分则未规定“明知”，也需要考察
是否符合刑法总则关于“明知”的规定。

删除“明知”是为“自洗钱”入罪清除文本障碍，并未改变
对洗钱罪主观要件“明知”的要求。行为人“自洗钱”不需要刻
意强调“明知”，“他洗钱”“明知”的证明标准也没有改变或者
降低。

二、洗钱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
洗钱罪的主观要件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

接故意构成。不能因为某一犯罪往往表现为直接故意，就认
为间接故意不构成该罪。“换言之，应当注重直接故意与间接
故意的统一性。”

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的两个问题。特定
的目的，不是指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因素与

意志因素以外的对某种结果、利益、状态、行为等的内在意向
和心理态度。不能将犯罪目的混同于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

“希望”。
洗钱罪并非目的犯。目的犯之目的，系超出犯罪故意认

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目的。“为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表述是对洗
钱行为基本特征的诠释，并非表明犯罪目的。这一规定其实
是对洗钱行为基本特征的诠释，所以也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三、修正后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
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洗钱罪的保护法

益是双重法益，既保护金融管理秩序，又保护相应上游犯罪
所保护的法益。洗钱罪侵犯金融管理秩序，这是《刑法》第
191条的条文本身在刑法中所处位置蕴含的当然结论，也是
洗钱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此外，无论是“他洗钱”还是“自洗
钱”，洗钱罪的保护法益“还包括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此
即该罪的次要法益，这需要结合不同上游犯罪进一步确认
该具体法益。

贪污贿赂类洗钱罪司法实务疑难问题

一、贪污贿赂类“他洗钱”犯罪“明知”的认定困局
在贪污贿赂类“他洗钱”案件中，行为人基本上均否认主

观“明知”，往往声称上游贪污贿赂本犯“当时只说拿我的银行
卡用用，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用的”“我不知道他有贪污、受
贿的行为”，或者辩称“他转到我银行卡里一部分钱，让我帮他
买理财产品，我不知道这钱是哪里来的”。而上游贪污贿赂本
犯基本上也都不会告知其拿银行卡作何使用。这为调查取证
和司法认定带来一定困难和障碍。更有意见指出，将“应当知
道”认定为故意可能并不恰当，“应当知道只适合于对过失心
理的表述”。

二、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
界限

按照传统赃物犯罪理论，行为人实施上游犯罪之后的“掩
饰、隐瞒”行为是其前行为的自然延伸，系不可罚的事后行
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某个犯罪已经既遂，又实施另

外一个行为，但是另外一个行为并未侵犯新的法益或者不具
有期待可能性，因而“不可处罚”。贪污贿赂类犯罪中，行为人
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取贪贿款，是否属于上游犯罪行为的自
然延伸而不可罚，还是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
修正而认定为洗钱罪？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行为人在实施
贪污贿赂犯罪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财产处置行为，例如存至银
行卡、购买房产或者购买理财产品等等。能否将这些财产处
置行为均认定为洗钱罪？贪污贿赂犯罪的“自洗钱”行为与

“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区分界限，这也成为司法实务中面临
的难点问题。

三、“自洗钱”入罪以后的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在“自洗钱”入罪以前，一般认为，洗钱行为在本质上属

于上游犯罪的事后帮助行为，只是因为在事前或事中缺乏
共谋，不认定为共犯。若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行为人之
间存在共谋，则应当认为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洗钱罪。对
此，立法规范和司法解释均有相应体现。但是，在“自洗钱”
入罪以后，可能存在上游犯罪共犯、自洗钱犯罪共犯、他洗
钱犯罪共犯等不同情形，司法实务中如何正确区分也需要
审慎对待。

贪污贿赂类洗钱罪司法实务问题的解决路径思考

一、重视司法工作人员基于“亲历性”的办案经验判断
在司法实务中，本文认为，可借鉴“两高一部”2020年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认定主观明
知的概括规定，强调司法工作人员基于“亲历性”办案的综合
分析判断。司法工作人员在“亲历性”办案过程中，对洗钱行
为人的身份背景、职业经历、认知能力以及与上游犯罪本犯的
关系、交往、接触等了解得更为全面和深入，据此结合在案证
据对洗钱行为人的主观明知进行的综合分析判断更具有合理
性，不会仅停留在行为人辩解“我不知道他会用我的银行卡来
转移赃款”的层面。

二、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具有独立性和法益侵害性
从行为方式上看，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实施的是非法侵

吞国家财产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继续实施洗钱行

为是基于将“黑钱”洗白、不被发现的心理，是通过一系列行为
将犯罪所得“合法化”，而这一系列行为是动态的“漂白”“清
洗”过程，发生的是“化学反应”。

从法益侵害上看，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中，上游犯罪
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等，
而洗钱罪侵犯的则是金融管理秩序和上游犯罪所保护的法
益。单纯认定贪污贿赂犯罪或者单纯认定洗钱犯罪，都不能
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做出全面评价。

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之所以要通过一系列复杂化、
多环节的设计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洗白，其本质即在于掩饰、
隐瞒其犯罪的来源和性质，是一种积极的追求行为，而非被
迫、别无他法的选择，与期待可能性理论也并不矛盾。

三、共犯认定应当重点审查共同故意内容与行为分工
在“自洗钱”入罪后，上游犯罪行为人既实施上游犯罪，又

实施洗钱行为。若在此情况下，另有其他行为人只参与上游
犯罪或者洗钱活动，亦或者同时参与上下游行为，则需认真审
查双方之间的通谋内容和行为分工。

具体而言，如果双方行为人通谋，约定共犯行为人仅帮助
上游本犯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而不涉及洗钱行为，则该共犯行
为人仅认定为上游犯罪的共犯。如果约定共犯行为人仅在上
游本犯实施完毕后实施掩饰、隐瞒的洗钱行为，则仅认定为洗
钱罪的共犯。如果约定共犯行为人都参与上游犯罪和洗钱
罪，则同时构成两罪的共犯。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洗钱罪“他洗钱”和“自洗钱”的
二元结构，这为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司法实务认定带来新的
挑战。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已于2007年施行，
《刑法修正案（十一）》本次对洗钱罪修正后，我国已经形成较
为完备的反洗钱法律体系。接下来需要司法实践准确适用，
不断提升打击洗钱犯罪的司法效果。在正确理解《刑法》文本
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解释技巧，充分容纳理论界同仁的研究
成果，及时回应司法实务的现实需要，这对当下进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修正准备工作不无助益。

（作者单位：①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②济南市天
桥区人民检察院 ③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

贪污贿赂类洗钱罪司法实务认定探析

理论 32024 年12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 满涛 视觉 黄遵峰 校对 聂永进 电子信箱 mantao909@163.com

理论经纬理论经纬

■孔繁鹏

《论语·颜渊》中记载：“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
直。”孔子认为为政者在国家治理和选拔人才上要做
到亲君子远小人，选用正直的人来担当国家治理的
顶梁柱，这样社会就会秩序井然，人民幸福安康。时
至今日，孔子的这段名言对我们当代社会治理仍然
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举直错诸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选人用
人导向

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
者，惟在用得贤才”。唐朝宰相娄师德极具才干，能
入为相、出为将，统领西北边防数十年，业绩赫赫。
他与狄仁杰同朝为官，狄仁杰看不起他并数次排斥
他。然而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是娄师德举荐他为
官。娄师德举荐狄仁杰，体现出宽广的胸怀，展示了
古人倡导的举贤不避仇的境界，这也是“举直错诸
枉”在用人方面的体现。而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正与
此相反，他因为重用嫉贤妒能、贪财好利的太宰伯
嚭，致使正直之人受到排挤和打压，整个朝廷乌烟瘴
气，最终夫差落得一个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这就
是在选人用人上失察而导致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在
历史上可谓是数不胜数。因此，选什么样的人，怎样
选人，这是我们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国家、
社会是否能够长治久安的基石。孔子所说的“举直”
正与我们所要坚持的好干部标准息息相通。这个标
准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忠诚正直，要有坚定的
理想信念。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用人选人的重要
性，也为国家选取人才树立了正确的导向。

“举直错诸枉”有助于构建良好政治秩序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举直错诸枉”要求执政

者重视人才的品德和才能，选拔正直之人进入政治
体系，让他们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有助于构建
一个清正廉洁、积极向上的政治秩序，从而使得整个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支持。
这在古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春秋
时期齐国的国相晏婴、三国的诸葛亮等都是这方面
的代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故为人君者，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
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一个
国家如果执政者能够端正自身问题，就会影响朝廷、
百官、万民，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当我们的国家有了
这种良好的管理体制和政治秩序，各项事业就会兴
旺发达。“举直错诸枉”是一种理想的为政之道，它是
政治清明的重要标志，被认为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的关键因素之一。古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深知用
人的重要性，正直之人在位可以使政令畅通、国家繁
荣，而奸佞之人掌权则会导致国家衰败。

“举直错诸枉”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

选拔正直的人作为国家重要的管理者，那些不
正直的人或者小人就会被疏远。唐太宗在与魏徵探
讨用人之道时曾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
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古人讲：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
变成什么样的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
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
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良好
的政风引领整个社会风气，好干部的身体力行，会引
领整个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政通人和。这正是孔子
所倡导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 （作者单位：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举直错诸枉”的政治智慧

■冯露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已
经成为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理论
基础。在古老的中国，2500多年前的儒家先贤孔子
就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将对
外交往由“兵戈”转为“道义”，展现的是文化的力
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外交智慧的思想渊
源，所以面对新时代中国的外交形势，我们更应该看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外交思想的契合性与
共通点。

首先，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政策体现了
传统的和合思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和谐，强
调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意思是古代君主治国最宝贵的地方是坚持以和为
贵，提倡以礼增进人际关系和谐，这表明中华民族历
来爱好和平。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核心是“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
益，这与传统的和合思想不谋而合。而且我们国家
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体现了亲、诚、
惠、容的理念，我们积极推动的是构建公平公正的新
型国际关系。

其次，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体现了传统的
义利观念。《论语》主张“君子义以为质”，与强调“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体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和正义的价值取
向。从“君子义以为质”到“义，利也”，再到“生亦我

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等，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数千年
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
新时代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仍然主张以道义为先
导，追求义利平衡，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
现自身发展，比如自“一带一路”倡议被中国发起以
来，短短十年多时间，“一带一路”连接了欧亚大陆
的北线、中线、南线，克服了来自地缘政治和实际建
设的无数挑战，惠及了无数的国家和地区。全世界
各国从不以为然到惊叹不已，我们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正确义利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中国与世界
关系发展大势，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鲜明特色。

最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传
统的天下意识。《礼记》中所说的“以天下为一家，以
中国为一人”，就是中国先贤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
社会理想。从古自今中国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延续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的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世界各国
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应该相
互支持，共同合作、共同谋求发展，这正是中国先贤
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当今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
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方案，是对“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中国之答，是
对中华民族传统天下意识的传承与超越。

（作者单位：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外交智慧

■范文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
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济宁作为资源型城市，从

“工业强市”崛起为“制造强市”，持续降碳减污，是实现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促进数实深度融合，赋能济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决定》
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企业。济宁市致
力于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重塑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发
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在济宁发展中
步入新阶段。今年以来，浪潮智能生产正式落地数智云梁（济宁）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助力济宁传统企业提档升级，赋能济宁产业数
字化转型。浪潮智能生产已为梁山经济开发区等打造了产业互联
网平台并入选山东省首批重点行业“产业大脑”，同时帮助兖州区、
高新区和曲阜市等打造晨星工厂试点县（市、区），助力济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招大引强“聚链成群”，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
产业招商促进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招大引强的一条重要
措施。济宁市邀请国际顶尖研究机构、11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

对 19 条核心产业链进行研究论证，“一链一策”制定招商“路线
图”，招商赋能产业发展更加精准有效。近年来，济宁坚持把招商
建在产业链上，依托链主企业开展精准招商，随着产业链延伸，被
招商企业从配套角色成长为新的链主，形成集群式发展。在积极
建设宁德时代、小松智能制造、长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重大产业
项目的同时，继续因地制宜发挥相对优势“招大引强”。今年 6
月，莱赛尔纤维项目落户鱼台县，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产能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莱赛尔新材料生产基地。济宁市绘制了莱赛尔产业
招商图谱，梳理上下游目标企业，实施靶向招商，实现“以链聚势、
聚链成群”。

开展治污攻坚，筑牢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根基。聚焦碳达峰、
碳中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济宁坚定不移
打好蓝天、净水、碧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交出济宁答卷。一是聚焦企业排
放物治理，对企业首推“一厂一策”治理模式，组织行业内专家对行
业内重点企业进行诊断，点对点形成综合整治方案，真正做到“一
对一”帮扶。二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减少煤炭资源的使用。大
力推动光伏产业发展，发挥微山县国家级光伏领跑技术基地示范
效应，重点推动“光伏+塌陷地治理”“光伏+未利用地”“光伏+工业
用地”融合发展；适度推进风力发电，衔接“三区三线”国土空间规
划管控要求，在邹城市、泗水县、嘉祥县等平原地区适时推动集中
式风电工程建设。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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